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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以来山陕水利图碑与历史水权问题
张俊峰

(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金元以来是山陕水利图碑出现和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文字到图像，实现图文互证; 从金元到明

清，注重长时段和整体性，是山陕水利图碑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它有助于弥补既往研究中偏重于以文字史料为重

点，忽视图像资料的不足，做到将碑刻、族谱、契约、档案和图像等地方或民间文献完整运用于区域整体史研究之中，

实现资料、视角和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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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图碑”是一种将江河湖泉等水利开发的

渠道、堤坝、水道、航运工程地图等直接镌刻于碑石

之上以便于永久流传和传承利用的一种特殊文献形

态。作为水利图的一种，水利图碑与水利图应该说

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目力所及，学界以往对于

“水利图”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相对较多，“水利图

碑”则较少利用。
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基

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这一产生国际影响

的重要著作中，曾大量参考并使用了中国古代的重

要治水文献，如靳辅的《治河方略》、潘季驯的《河防

全书》、傅泽洪的《行水金鉴》、胡渭的《禹贡锥指》、
施笃臣的《江汉堤防图考》、董恂的《江北运程》、康

基田的《河渠纪闻》等等。这些文献中包含有大量

关于黄河、长江、淮河、大运河以及其他河流的地图

资料。
然而，就这些已知水利图的具体形态来看，主要

仍限于纸质形态。至于明清方志中的各地水利图则

更为常见，且同样为纸质形态。其中，笔者印象最深

的，莫过于民国六年山西省洪洞县令孙奂仑所撰

《洪洞县水利志补》。［2］作者在该书中不仅搜集并誊

录了该县四十余条渠道的渠册这一珍贵文献，而且

绘制了每条渠道的灌溉示意图，可谓图文并茂，被称

为北方水利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地方文献。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界已有学者使用该资料开

展中国水利史的研究。然而，就国内外相关研究的

整体状况而言，以“水利图碑”为主要切入点和核心

资料开展水利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并不

多见，较常见的是以水利碑和水利文献为核心资料

开展的调查研究。

一 从文字到图像: 被忽视的山陕水利图碑

水利社会史尤其是山陕水利社会史研究是一个

在国内外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热点领域，成就斐然。
在各地学者注重眼光向下，注重田野调查，注重从民

间发现历史的学术关怀下，近些年来包括山陕在内

的很多区域在碑刻、档案、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搜

集整理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研究已经具有了很高

的起点和理论高度。
就北方区域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新世纪

初兴起的山陕水利社会史研究。自 2000 年以来，在

法国远东学院蓝克利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

授等的大力推动下，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山

西、陕西等地方高校学者开展的“华北民间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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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调查”国际合作项目，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四

部水利碑刻和民间文献资料集，［3］引起国内外学界

的普遍关注。日本著名水利史学者森田明教授以山

西四社 五 村 碑 刻 和 调 查 资 料 为 据，出 版 日 文 专

著，［4］向日本学界介绍这一新资料对于推动中国水

利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由日本学者内山

雅生教授领衔的日本“华北研究调查班”自 2008 年

以来每年都要到山西霍州、洪洞交界的四社五村就

“村落共同体”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并发表了系列

成果①。此外，法国学者魏丕信从生态环境史角度

对陕西关中郑白渠水利系统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学界

从事环境史和水利史研究的高被引用论文。［5］

在此背景下，山陕水利史或者说以水为中心的

环境史、社会史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形成了一批

重要的成果。其中，以陕西师范大学萧正洪、李令

福、王双怀，厦门大学钞晓鸿等为代表，利用陕西省

丰富的水利碑刻尤其是珍贵的民间水利文献，开展

关中水权、水环境、历史地理、水利共同体等问题的

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②。同样，山西

省丰富的水利碑刻、民间水册、渠册等文献也引起研

究者的关注。其中，北京大学赵世瑜、韩茂莉、王铭

铭，清华大学张小军、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学者王

锦萍、山西大学行龙及其团队对山西汾河流域水利

史的研究在学界也颇引人注目③。中国学界对山陕

水利史的学术成就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董晓萍教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宣读山西

四社五村“不灌而治”的节水自治传统，引起国际关

注。日本学者森田明教授在日本学术杂志《东洋史

访》以 15 页的篇幅介绍中国学界上述研究对日本

水利共同体论的批评和建议。［6］

毋庸讳言，学界以往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在

水利共同体论的讨论和争论中，在充分挖掘利用山

陕水利碑刻和民间水利文献所记载的文字史料，结

合田野调查方法所开展的区域社会史、环境史、历史

地理学等有关领域研究中，确实是成就非凡。然而，

对于那些雕刻在石碑之上，与所在区域民众生活息

息相关，广为某一地域民众熟知的“水利图碑”的史

料价值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充其量只是将其作为

水利碑和民间水利文献这些“海量”文献的附属资

料。尽管研究者在某一个案研究中遇到“水利图

碑”时也会意识到其本身的价值，但是在观念上却

因其“数量少，不多见”等偏见而未能专门进行深入

细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关于国内现存水利图碑的数量，2013 年有论者

曾撰文说:“就今而见，传世并已刊布的‘水利图碑’
主要有六通”，分别是浙江省仙居县的明初“运河水

利图碑”; 西安碑林明嘉靖十四年“黄河图说”碑; 河

南省商丘博物馆藏乾隆二十三年开封、归德、陈州、
汝阳四府三十六州县“水利图碑”; 山西省洪洞县

“霍泉分水图碑”; 安徽寿县“安丰塘水利图碑”; 苏

州景德路城隍庙清嘉庆二年“苏郡城河三横四直

图”。当然，还有论者撰文时在浙江丽水发现的刻

于南宋绍兴八年( 1138 ) ，明洪武三年重立的“通济

堰图”碑。［7］这七通水利图碑中最早出现于宋代，年

代集中于明清，地域上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河南、
山西、陕西。可见“水利图碑”在空间上的分布还是

比较广泛的。
然而，目前传世并刊布的水利图碑数量难道仅

仅是个位数吗? 笔者以为这是不够客观的。“水利

图碑”作为古代中国人在各自地域处理人水关系，

进行资源分配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一定经历

了一个兴起、发展和传承演变的历史过程。仅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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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七通水利图碑所涉及的时空范围来看，它应当

是在宋金元明清以来就已产生并日渐成熟的一个新

事物。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除上述七通外，人们在广州番禺县笔岗村玄帝庙内

还发现了清道光十二年“番禺县正堂讯断绘注蒲芦

图陂围各圳水道图形”碑，该碑既有渠道图，又有碑

文，内容涉及村庄、大姓、宗族之间的水利纠葛，可谓

图文并茂;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禹王庙碑林中专门陈

列了明成化年间镌刻的“山会水则碑”、“戴琥水利

碑”，后者据说是该省最早的一通治水图。尽管现

在很难断言这种类型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但我们

笃信，每一通水利图碑所承载的就是一个地域社会

较长时段的发展历史，开展以水利图碑为中心的搜

集、整理与研究应该是大有可为的，能够丰富并推动

偏重于以文字碑刻为核心史料的水利社会史研究，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修正某些研究结论。
再就山陕地区水利图碑的数量而论，我们认为，

目前传世并刊布的也并非仅仅西安碑林和山西洪洞

的两通，其数量相当庞大，保守估计至少应当在数十

通以上，若再加上地方志中的水利图，其数量则更为

庞大。
就山西省而论，最具代表性的有: 太原晋祠人刘

大鹏遗著《晋水志》和《晋祠志》，当中有多幅作者手

绘的晋祠四河渠道分布图，其中包括了村庄、渠道、
如何分水等信息; 在介休洪山泉域，则有明代万历十

九年《源泉诗文碑》，该碑上半部分为诗序与诗文，

下半部分为线刻洪山泉源图，有山有庙有水源等写

实景观; 另有万历二十一年《新浚洪山泉源记》，该

碑上半部为记文，下半部为洪山泉东中西三河、村

庄、稻田、介休县城等位置分布图，信息较万历十六

年图碑更为翔实。遗憾的是，以往研究者对于介休

洪山泉如此重要的水利图碑并未足够重视，而是将

重点置放于内容看似丰富的水利文字碑刻当中。
相比之下，我们在曲沃县沸泉林交村龙岩寺所

见顺治十一年“林交景明分水图碑”，内容更为翔

实，信息更加充分，完美展现了曲沃浍河流域林交、
景明等六村争水分水的历史。该水利图碑在以往研

究中同样不为人所知。与此类似，闻喜县侯村乡元

家庄宋氏祠堂院内现存明代“涑水渠图说碑”碑阳

上半部分为图示，下半部分和碑阴为图说，系明洪武

二十一年刻石，嘉靖四十二年重刻。同样，在河津三

峪灌区的僧楼镇马家堡村发现的万历二十八年“瓜

峪口图说碑”、河津市樊村镇干涧村关帝庙同治十

二年“开三渠图碑记”也都是新发现的水利图碑。

其中，瓜峪口图说碑为分水记事碑，记述“瓜峪”水

泉的水系和灌溉田亩状况，碑阴镌刻瓜峪水系图。
与河津邻近的新绛鼓堆泉域白村舞台则保留着同治

十二年所立“鼓水全图”碑。目力所及，霍州大张镇

贾村娲皇庙也保存着清代一通包含贾村在内的灌溉

渠道路线图碑。
在山西，绘制水利图碑以确保村庄水权的传统

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中，

广为国内外学界引用的民国六年洪洞县令孙奂仑编

纂的《洪洞县水利志补》中，不仅收集了四十余部渠

册，而且还绘制了每一条渠道的走向、线路和沿途村

庄图，总数达四十余幅，反映了当地相当发达成熟的

用水管水体系。民国九年，阎锡山治下的六政三事

委员会组织完成的《山西各县渠道表》则是对山西

全省范围内各大中小型渠道情况的调查，反映了山

西这个水资源匮乏的省份自古以来对灌溉水资源的

重视程度。
再就陕西省而言，管见所及，陕西关中地区历史

最久，规模最大，对当地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郑白渠。
唐代《水部式》对郑白渠的灌溉管理制度就列有专

门条款。元代李好文著《长安志图》下卷中有《泾渠

总图》《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两幅，并有泾渠图说、
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等内容，显示了当时

关中地区已经高度发达的水利灌溉和管理系统，在

众多水利图中可以算得上是年代较早且最为完备

的。与文献著作中的水利图相比，关中地区当下已

公开出版的水利碑刻中也有水利图碑发现。如《历

代引泾碑文集》中收录的明成化五年陕西巡抚项忠

撰“新开广惠渠记”碑阴就刻有“历代因革画图”和

“广惠渠工程记录”，是考察泾渠各引水口位置变迁

的重要史料。清代陕西泾阳的“泾惠渠碑”则清晰

刻画了清代引泾诸渠的渠口、路线和走向，价值斐

然。此外，还有一类水利图碑是与黄河河道变迁有

关的。如道光二十四年“潼关塌河村落图碑”中，便

记载了潼关附近黄河西浸、滚动、土地崩塌迁移，地

亩损失及村庄形势等。此种类型的水利图碑数量不

少，与学界在山陕黄河小北干流区域发现的大量滩

地鱼鳞册结合在一起，便是探究黄河两岸村庄和民

众互动关系的核心史料。
与上述引水灌渠的水利图碑不同，山陕地区还

有一种类型的水利图碑是与某一特定名胜有关的，

比如 龙 门 图 碑。在 张 学 会 主 编 的《河 东 水 利 石

刻》［8］一书中，就有多幅龙门图碑。其中，《古耿龙

门石刻图》的上半部分为明人薛瑄所作东龙门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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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下半部分为线刻图。图中可见山川形胜、商船、
市镇等信息。与此相应，现存于河津龙门村的“龙

门古渡石刻图”刻有龙门山陕宽度与西龙门八景

诗，且有地名坐标。两幅图显示了位于黄河东岸的

山西人眼中的龙门景观及其意象。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陕西韩城博物馆收藏的清同治十三年《九

折黄河碑》，碑中有“龙门全图”字样，所见龙门景观

与河对岸的山西便大不相同。初步统计，山陕两省

现存龙门图碑便不少于十幅。这些图碑在以往的研

究中同样是被研究者所忽视的。
“从文字到图像”既是一个长期历史演变过程，

也是水利社会史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它包括两层含

义，一是就本文所探讨的“水利图碑”自身出现和演

变过程来看，存在一个从单纯强调文字描述到图文

并茂，图文结合的发展过程; 二是指我们欲将研究视

角从以往比较侧重于收集文字史料转移到注重图文

资料尤其是图像资料的搜集，实现图文互证，达到图

像证史的目的。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着

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从图像中，我们不仅

能看到过去的影像，更能通过对影像的解读探索它

们背后潜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种信

息。［9］鉴于学界对山陕水利图碑尚未开展有针对性

的研究，因此，我们对山陕水利图碑开展的调查研

究，便是一项很有必要且极具创新性的探索。这些

水利图碑与山陕地区同样丰富的水利碑刻和水利文

献一起构成了进行该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静待有心者耕耘。
二 从金元到明清: 长时段与山陕水利图碑

研究

如前所言，国内现有水利图碑出现的年代，尽管

以明清时期为主，但是在南宋、金、元时期全国各地

已经有水利图碑的记载和发现，如浙江丽水的“通

济堰图”碑，就是南宋绍兴八年初刻，明洪武三年重

刻的。山西洪洞、赵城两县霍泉三七分水之法在金

天眷二年( 1139) 《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中就已

确立，一直延续至清雍正三年的《霍泉分水图碑》，

其本身就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同样，曲沃龙岩

寺在金代承安三年( 1198) 已有《沸泉分水碑记》，现

存顺治十一年《林交景明分水图碑》所承袭的正是

金代分水的传统。陕西在元代出现的《长安志图·

泾渠总图》则是李好文任职西台时“刻泾水为图，集

古今渠堰兴坏废置始末，与其法禁条例、田赋名数、
民庶利病，合为一书”而成，是研究关中地区水利社

会变迁的重要资料。因此，在研究时段上，我们应当

注重长时段和整体性的考察，从金元一直延续到明

清，考察金元与明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通过金元

看明清，通过明清看金元，着重考察历史和传统的延

续性与断裂性的问题。
就山陕水利开发的历史阶段而言，金元时代无疑

是一个承前启后、至关重要的时段。研究表明，唐宋

时代，山陕水利开发已基本达到各自历史时期的最大

规模。① 南宋及金元时代随着南方经济的崛起，水利

在北方地区尽管依然很重要，却已无法和长江流域相

媲美了，水利基本经济区已经从北方逐渐过渡到南方

了。［1］104 － 105诚如《宋史》中所言:“大抵南渡后，水田之

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10］卷173: 29就我们掌握的山

陕水利图碑所在各个地域水利社会的具体历史进程

来看，金元时代的水利发展上恰恰处于衰落和恢复发

展阶段。正因为如此，对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便愈加

严格起来。就陕西关中地区而言，宋元明时代关中泾

渠灌溉系统中出现了石龟、水尺、石人等水则去测量、
控制水量。［11］262 － 271同样，在山西汾河流域的霍泉水

利系统中，早在北宋开宝年间( 968 － 975 ) 已出现了

限水石、逼水石等分水设施。霍泉所在的洪洞和赵

城两县在金大定十一年 ( 1171 ) 出现“洪洞赵城争

水，岁久至不相婚嫁”的严峻局面。因此，与金元时

代山陕水利出现衰落局面伴随而来的，便是连绵不

绝的地方水利纠纷和诉讼事件。水利图碑的出现，

既是水利管理精细化的一个表征，更是对地方水利

管理难度增加的一个最有力的回应。在此，我们可

以分别举出山陕地区的不同案例来加以讨论。
在山西省，目前所见“水利图碑”几乎全都与地

域间的分水故事有关。研究者曾就山西汾河流域

“油锅捞钱三七分水”的民间传说进行过社会史的

解读。［12］笔者还发现，涉及分水故事的地点与水利

图碑出现的地点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只不过，分水

故事或者有关分水的历史和文字记载出现在前，水

利图碑的出现则要晚近很多。我们可以新绛鼓堆泉

为例说明此类水利图碑本身的重要学术价值。
位于新绛鼓堆泉域的白村现存有清道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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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 所立《鼓水全图》碑。碑高 177 厘米，广 47
厘米。分刻为上下两截。上刻图，下刻“获图记”。
石首为圆形，额题“鼓水全图”。按照“获图记”所

载，我们大体可以了解此图出现的原委: 同治十二年

十月，白村与席村等三村因为争夺渠道旁树木的砍

伐权而发生诉讼。一个名叫“席大中”的当事人在

新绛县令沈钟堂讯时递交此图，说“上注数十村庄

名，乃为公共之物”。于是县令便据此图所划定的

村界，判定白村胜诉。后来白村便将这张图刻于碑

石保存下来。尽管这起案件与水利纠纷无关，但鼓

水全图却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断案的重要依据，表

明不论当地官员还是争讼双方，均认可其权威性，更

说明水利图在当地水利日常管理和运营中是为当地

人所熟知的，在鼓堆水利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实际上

是有重要作用的。这张“鼓水全图”平时应当是掌

握在水利管理者手中。我们还注意到，在争树风波

发生以前，“鼓水全图”本身就已存在了，至于其本

身是纸图还是碑图，从现有文字信息中似乎已经无

法彻底搞清楚。若单纯依据“获图记”字面意思来

判断，当事人席大中当堂呈上的是鼓水全图，而非鼓

水全图碑，更非拓片。诉讼结束后，新绛县将此图和

案卷一并存档，白村人意识到此图的重要性，才将此

图刻于石碑后永久保存。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将对这张图的理解停留于

此，这张图碑的出现似乎只是一个起因于一个与水

利无关的偶然事件，至于图碑本身所蕴含的鼓堆泉

域丰富的水利信息以及图碑与地域社会的密切关系

则无从谈起。这恰恰是过去研究中被人们忽视的地

方。笔者以为，对鼓水全图碑的认识，应当置放于鼓

堆泉域长期水利开发的大历史进程中来加以考量。
无论是鼓水全图还是鼓水全图碑，都是长时段水利

社会复杂互动关系的一个结果。对于这个结果的认

识，则需要通过还原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来加以把握

和解答。
与山西汾河流域其他泉域相比，新绛鼓堆泉的

开发年代相对晚一些。据载，隋开皇十六年( 596 ) ，

内将军临汾县令梁轨“患州民井卤，生物瘠疲。因

凿山原，自北三十里引古水”①，始开渠十二，灌田五

百顷②。此举虽发生在隋代，影响却极深远，唐宋时

代屡屡有人撰文追述，如晚唐人樊宗师撰《绛守居

园池记》、北宋咸平六年绛州通判孙冲撰《重刻绛守

居园池记序略》及治平元年薛宗孺的《梁令祠记》
等，说明自隋兴水利以来，鼓堆水利之盛，令地方社

会受益匪浅，以至后人时常会念及梁轨的首创之功。
嘉祐元年( 1056 ) 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途经绛州

时，对鼓堆泉的开发情状作了如此记述: “盛寒不

冰，大旱不耗，淫雨不溢。其南酾为三渠，一载高地

入州城，使州民园沼之用; 二散布田间，灌溉万余顷，

所余皆归之于汾。田之所生，禾麻稌穱，肥茂香甘，

异他水所灌。”③司马光所记“万余顷”的数字虽值得

怀疑，灌溉效益显著则是确定无疑的。金元时代，鼓

堆泉虽然得以继续维持历史时期灌溉效益，却又不

断遭受困难，“渠道壅塞、水利失修”之类记载开始

出现。如南宋前期，绛州为金人所有，郡守菩察( 女

真人) “以绛地形穹崇，艰于水利，思欲导泉入圃。
博议虽久，竟以高下势殊，不能遂。”后虽开了新渠，

水却不能入。于是菩察祈求神助，水始得入渠。究

其实质，可能是水位被抬高的缘故［13］卷8: 12 ; 至元六

年( 1269) ，王恽在《绛州正平县新开溥润渠记》中提

及鼓堆泉灌溉之利时称“余尝有事鼓溪之神，登高

望远，观隋令梁公某曾引用鼓水分溉田畴，几绛之西

北郊，于今蒙被其泽者众，其水有余蓄，而河为限以

隔之。”［14］卷37: 1似乎说明此时的鼓堆水利仍然如旧。
遗憾的是，仅仅七十余年后，当李荣祖知绛州任时，

却出现“水利之不通也，不知其几何年矣”的颓废现

象，于是李荣祖“循其迹衍而凿之，及涤其源而疏其

流，浚其窒而通其碍”，经过不懈努力，“田园有灌溉

之泽，而川派无壅竭之患，阖境皆受其福。”④尽管如

此，与唐宋时期鼓堆水利勃兴的情状相比，金元时代

更多显现出水利失修与“守成”困难的迹象。这种

不利形势在明清时代更加明显，据万历十六年薛国

民“白公疏通水利记略”称鼓堆泉引水工程的某些

部分时有淤废，因“上流下漱，易于坍塌。自 ( 隆)

庆、( 万) 历以来，郊田不沾水泽者盖廿年矣，卒未有

复之者。”水利失修至此，灌溉效益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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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元以来鼓堆泉域水利失修的状况相比，明

代晋藩王府势力进入新绛，与民争利，更加剧了当地

灌溉水资源紧张的局面。据鼓堆泉域碑文所载，

“我朝天顺间，灵邱王藩于绛坊若园，悉起府第，入

城之水，存二日于府州，堆四日于北关，北关平粮改

征水粮自此始。”①灵邱王府移至绛州前，并无北关、
府州分用鼓堆泉水之例。王府就藩绛州城后，此例

即被修改，不但府州分到 2 日水程，绛州北关也跟着

受益，分得 4 日水程。② 此后，该用水状况进一步得

到确认，“嘉靖十一年重新番牌，计二十九日一周。”
其中，除原先民间用水顺序不做变更外，新增“北关

四昼四夜”、“灵邱府一昼一夜”、“州衙一昼一夜”。
水程由原来的 23 昼夜拉长为 29 昼夜。泉域民众虽

无法与王府、州衙相争，却敢于在民间互争，于是出

现了违背嘉靖十一年用水番牌的现象，“关居末流，

正番之内，往往为上庄侵阻，水甫及畦，渠勿告涸，额

日虽四，半是画饼。有力之家，凿井接济，未敢全倚，

但自用不济，而以济人，非情也。”为了消弭王府、州
衙分民间水利“扰民”“害民”的消极影响，嘉靖间上

任的绛守张弘宇听从当地士绅张与行的建议，“以

王府之水，灌寨里之田，而以官衙自用之水偿之”，

始缓解了用水紧张的局势。
延至清代，鼓堆水利系统的重点则从满足州城、

县衙用水转移到了民间灌溉用水。发展空间上也从

州城、县衙所在的东部渠系转移到了西部渠系，更多

的用水村庄加入到鼓堆水利灌溉系统中，所谓“王

马七庄，重私约甚于官法”即是鼓堆水利民间化的

一个突出表现。这一点在同治十二年的“鼓水全

图”碑中表现得相当清晰。一张图所要表达的内容

又何止千言万语。我们只有站在长时段和整体史的

视角上来审视“鼓水全图碑”，才能充分挖掘其更为

深层和丰富的历史信息，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地域

社会的历史进程。从本质上来讲，水利图碑中每一

个具体的村庄名称和村界、渠道走向和渠界，乃至图

碑中的每一座庙宇、方位等信息，均是地方水利管理

精细化的突出表现。水利图碑背后所昭示的，乃是

明清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愈益增强的水权意识。它

与我们此前在山西、内蒙古等地新发现的买卖水权

契约文书，均是地域社会民众表达其水权意识的一

个重要媒介。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鼓水全图碑是有

类型学价值的。
与山西这种出现年代虽晚，却能突出反映其与

特定地域社会民众日常生活密切关系的水利图碑相

比，我们在陕西关中引泾灌溉系统中所见水利图及

其水利图碑，则呈现出另外一个面向———体现了其

与国家治水的密切关系。这或许是引泾水利工程规

模浩大，国家的重视程度高有关。就现阶段我们掌

握的陕西水利图碑来看，主要限于关中大型水利灌

溉工程，尤其是明代的广惠渠和清代的泾惠渠，国家

在这些渠道水利工程中自秦汉以来就长期扮演主导

角色，因此在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图志》中对于关中

泾渠、富平县石川溉田图，均是站在国家治水的角度

绘制的。明代陕西巡抚项忠所绘广惠渠“历代因革

画图”碑和清代的“泾惠渠碑”均具有这种特点。这

类水利图碑与冀朝鼎前揭书所引清代治水著作和堤

堰工程图的性质是一致的。鉴于目前占有的陕西水

利图碑数量和类型有限，我们尚难以断言陕西民间

水利灌溉系统中是否也存在与山西类似的民间水利

图碑。这也有赖于今后更进一步的田野考察工作去

发掘和发现。

三 结语: 山陕水利图碑与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

结合目前已经掌握的相关资料判断，从金元到

明清是山陕水利图碑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完整

时段，是一个连续性的传统。由于水利图碑这一新

生事物并不仅仅是山陕地区独有的，而是在整个中

国范围内自宋金元明清以来即已出现过的，那么这

项研究也就具有了跨区域的意义。
通过上述初步研究可知，每一幅水利图碑的背

后就是一个地域社会围绕水资源分配和管理进行长

期博弈、调整和互动的结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精

彩纷呈。我们在开展研究时，既要从总体上首先将

山陕水利图碑的发展变迁状况梳理清楚，同时也要

以每一通水利图碑为中心，结合学界已有研究和其

他民间文献，开展个案性的综合研究。我们深知，每

一通水利图碑都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型，有着各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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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明〕张与行:《绛州北关水利记》，嘉靖年间，具体年代不详，出自〔清〕刘显第修，陶用曙纂: 《直隶绛州志》，康熙九年版，

卷四，第 29 页。
对此事件似可做如下推测: 虽然王府可以凭借官势获得使水权，却难以抵挡民众舆论的批评。因为王府使水必然要经过

北关，北关民人是没有用水权的。只有先将北关纳入用水系统，赋予其水权，才能使王府用水变得合情合理，民间便不再

有微词。只是，因此埋下了水不足用的隐患。



同的特点。在具体研究中，要分门别类，抓好问题和

重点，力求能够为学界呈现出山陕水利图碑的个性

特征及其与全国其他区域水利图碑的共同点，并努

力挖掘差异性背后的原因所在。
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真正实现“长时段、整体

性”的研究目标，“通过金元看明清”、“通过明清看

金元”，注重联系性和整体性。通过对山陕水利图

碑的研究，期望能够弥补既往研究中偏重于以文字

史料为重点，忽视图像资料的不足，做到将碑刻、族
谱、契约、档案和图像等地方或民间文献完整运用于

区域整体史研究的过程当中，实现视角的创新，达到

透过图像看物质文化、社会景观、可视的叙事史的学

术追求。正如论者所言，“尽管文本也可以提供有

价值的线索，但图像本身却是认识过去文化中宗教

和政治生活视觉表象之力量的最佳向导”。［15］这正

是本文专门选择水利图碑开展山陕水利社会史研究

的一个新尝试之原因所在。今后对山陕水利图碑的

研究还需要我们付诸更多的田野调查和努力，相信

随着更多数量更多类型的水利图碑的发现、搜集、整
理与研究，必将会推动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更进一

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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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ter Map Stone Tablet and Historical Water Right i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Sinc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ZHANG Jun － feng
(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Jin and Yuan Dynasties were an important period in which the water map stone tablet emerged and
formed． From the text to the image，mutual proof could be realized between text and image． From Jin and Yuan Dy-
nasty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ttention had been paid to the length of period and the entirety，which is the im-
portant enlightenment brought by research on water map stone tablet i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It can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which emphasized historical text and neglected image materials． The
stone tablet，genealogy，contracts，archives，images，and local or folk literatures will be completely applied to the re-
gional history research，realizing the innovation of material，perspective and method．
Key words: Jin and Yuan Dynasties; Shanxi and Shaanxi; water conservancy; map stone tablet; water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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